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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邸永君 笔名朝天，号太史堂主。1957年5月生于河北固安，史学博士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。第三届“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”得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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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王钟翰先生（1913-200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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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之诚先生（1887-196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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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煨莲先生（1893-198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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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雷川校长（前清翰林）题写的燕京大学校训。



　　演讲人：邸永君　时间：6月14日　地点：中央民族大学中主楼会议室

　　值此母校六十周年校庆之际，我们以王钟翰先生门内弟子与再传弟子身份，共聚于此，回顾先生谆谆教诲，总结学术贡献，体会心路历程，机会难得，大有意义。受诸位之托，由我作主题发言，不禁心潮起伏，难以平静。现稍加梳理，拟就四个方面分别展示，以示对先生的缅怀之情。

　　自此无从聆教诲

　　我至今仍然觉得，先生不会离去，他仍然像往常那样授业解惑，评古论今，眉飞色舞，手势连连。

　　2007年12月12日凌晨，一颗坚强的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，吾师钟翰先生在被病魔折磨近两年之后，走完了94年漫长坎坷而又辉煌充实的人生历程。早上八点半，定宜庄大师姐伴随着抽泣，将噩耗告知于我。透过那沙哑的声音，我已深深感觉到她发自内心的悲痛与伤感。放下电话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尽管这个消息已在意料之中，但仍然难以接受。我至今仍然觉得，先生不会离去，他仍然像往常那样授业解惑，评古论今，眉飞色舞，手势连连。最是文人无本领，既不能减轻先生之病痛，留住先生之生命；又不能为其家人伸出援手，分担悲苦。只能将所思所感汇之成文，聊表区区哀惋之念。

　　自1994年得入先生之门，我曾与先生共处十又三载。先生长我44岁，应属祖父辈分，且在学界有泰斗之誉，而令我感受最深者，却是先生的平民情结。每次拜访，先生均要亲自迎送，赠书皆题以“永君同学兄指正”，辄令我诚惶诚恐，不知所措。究其原由，大概是先生出身寒素，向无依凭，完全靠个人努力，艰难跋涉，步步为营，久之便形成了为人低调、温良恭俭的处世风格。岂不知，“苦大仇深”、历尽坎坷之辈，一旦得势，颇不乏居高临下、气指颐使者，具体例证俯拾即是，不胜枚举。而先生能将谦逊美德保持终身，当属难能可贵，使我等有幸沐浴美好人性之光辉。

　　先生那一代学人，成长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。早年入私塾读经，国学功底深厚；继而就读于教会学校，西学训练严格。贯通中西、融汇古今，成就了那一代学人之卓尔不群。先生出身农家，离乡背井，漂泊在外，投师就学，师徒父子的古老情结深刻影响着他的行事为人。1934年，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，从此出入洪煨莲、邓之诚二位先生之门，成为洪、邓二位大师的得意门生，并将师徒兼父子之深情厚谊保持终生，历经磨难，老而弥笃。先生每每提及与二位恩师之过从，经常是双目中蕴含着泪水，言语中荡漾着真情。先生过人之处当首推对诸多传统理念之恪守，谨遵师命，勤而力行。先生原本兴趣宽博，视野开阔。曾撰写并发表《〈游仙窟〉作者考》便是明证。而自洪师定其研究领域于清史后，先生便谨记于心，发奋努力，力求于清史满族史领域与日人折冲，悠悠七十余载，未曾少懈。其研究之深广，考证之精详，今世学者难有其匹，却不曾有一文偏离清史及相关领域。如此听话的弟子，至今已鲜见于域中矣。不仅如此，先生亦继承二位先师遗泽，并发扬光大，使学脉绵延，薪火相传。洪师以学术战略家之胸怀与气度，注重结合弟子特长、兴趣，为其确定研究方向：安排郑德坤研究考古，齐思和研究先秦，瞿同祖研究秦汉，周一良研究魏晋，王伊同研究南北朝，杜洽研究唐代，冯家昇研究辽代，聂崇岐研究宋代，翁独健研究元代，田农研究明代，房兆楹、王钟翰研究清代。其强大的弟子阵容覆盖了中国古史之全部断代，大有将百代汗青尽收囊中之气势，一支现代史学编队就此崛起。钟翰先生得先师成法，于清史满族史领域精心运筹，遣将布局。确定定宜庄（满族）研究八旗驻防，姚念慈研究八旗制政体，刘小萌研究满族之部落与国家形态，达力扎布（蒙古族）研究漠南蒙古，赵令志（满族）研究旗地，祁美琴（蒙古族）研究内务府，杨海英（来自浙江）研究清初东南士绅，邸永君研究翰林院，柏桦研究县官，李德龙（就职于图书馆，颇善书法篆刻）研究《苗蛮图》，江桥（满文专业出身）研究《清文鉴》，余梓东（民族学出身）研究民族政策，姚安（就职于天坛）研究祭祀制度，张晶晶研究钦差大臣等，诸论文涉及清史、满族史、清代蒙古史等多个领域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，从朝廷到民间，从文本到档案，星汉灿烂，荦荦大端。上述论文之陆续完成与出版，大大深化拓展了学界对上述领域的研究与认识，也体现出先生的缜密思维、博大胸襟与宽阔视野。

　　钟翰先生治学之另一特色，乃秉承其导师邓之诚先生家法，注重行文质量，结构严整，字斟句酌。邓师为清翰林总督邓公廷桢曾孙，承家学渊源且天资聪颖、功力深厚，著文风格遵清代桐城派而有所更张。其对文字工夫要求甚严。钟翰先生得邓师真传，遣词行文造诣甚高，绝不止于文从句顺，而是崇尚行云流水。因我本人原本最喜古诗词，亦偏爱韵文骈赋，写史学论文总觉无从发挥，一度深感压抑。先生对我“拽文”之习不但不予打压，反而十分鼓励，重申孔子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遗训，强调学者想自立于学林，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行文风格与特色，长期为我的习作修改润正，并授以诀窍与机宜，使我得窥门径，深受鼓舞。先生嘱我，要有炼句意识，逐字敲打，平仄亦当考虑，读之琅琅上口的奥妙在乎此也。但史笔必以平实准确为前提，须在严谨精炼的基础上再融入文采，且一定要发挥有致，否则难免过犹不及，以末伤本，反招诟病。十三年间，我经常向先生请教作文之法，受益良多，写作风格已悄然改变，并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点。饮水思源，皆先生点拨教化之功也。

　　先生与两位恩师之过从，实令人感动。珍珠港事件之后，燕京大学被日寇占领。邓、洪二师身陷囹圄，家属生活无着。先生毅然弃学赴天津从商，以薪俸资助二师家庭达数年之久。邓师仙逝后，应家人之请，先生为恩师撰写碑文并书丹，且长期保管《五石斋日记》手稿；先生对洪师一往情深，终生不渝。以诚实忠厚，赢得最高信任，被托付将私人藏书赠予国家。先生谨遵师命，完成了这一遗愿。1982年，先生应邀访美时，洪师已谢世逾二载。先生趋至恩师墓前，长跪不起，老泪纵横，逡巡良久，不忍离去。深情厚谊，令人感佩至深。2007年12月19日，先生葬礼在八宝山举行，我们众弟子为先生守灵。待众人离去后，我们含泪簇拥到先生遗体前行礼。姚念慈师兄问我，你准备行什么礼？我说，不管别人，我是要行跪拜礼，他说他也准备这样做。当我们走到先生跟前时，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，为先生叩首，悲泪纵横，哭声一片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上一次含泪下跪，是为送别我的父亲。而此番长跪，乃情理之中，不跪则难表对先生的怀念感激之情而遗憾终生。先生也受得起这一跪，因为他对恩师也曾如此做过，且对弟子有值得跪送的恩德。多年以来，先生对弟子一视同仁，垂爱有加，一向因势利导，循循善诱，诸位同门收获各异，感触不同，正可反映出先生因材施教之深意。然而，自此无从聆教诲，彷徨惆怅、痛苦失落之情，则有共鸣共识，实难与外人道也。

　　满眼寒云忆吾师

　　体大思精，誉满士林；海内同侪，尊为山斗。循循善诱，成就者多；门人廿余，情若父子。

　　记得先生葬礼结束后，同门学友与先生亲朋故旧共进午餐。在这次下午3点才得以举行的餐会上，每位弟子依次发言，以表达对先生的追念。我曾自认为与先生感情至深，情若父子，也的确在先生晚年陪侍左右，无话不谈。但或许是我心硬似铁，或许是情深未至，在追忆与先生的交往时，我没有掉泪，更难感动别人。而令我至今铭记于心的，是师弟李德龙的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。他谈道：“我在历史系当副主任时，有一次先生到我办公室跟我说：‘德龙啊，你基础这么好，怎么不读博士？’我说工作太忙，顾不上，也没想好读哪段，读谁的。先生说道：‘我看你是块好材料，不读博士可惜了。你要是不嫌弃我老朽，就读我的吧。我别的忙帮不上，这个忙我帮定了！’我简直是受宠若惊，当即答应。入先生之门，我得到的不仅是学历和学识上的提高，更从先生的治学为人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教益，懂得了今后应怎样做人，怎样做学问。我家在京郊密云，家里房间宽敞。有一次我跟先生说，我父亲想请先生来家里做客。先生当时就兴高采烈，慨然应允。先生农家子弟出身，到家后，他似乎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，高兴得到处乱转，和我父亲拉着手并坐聊天，就像久别的兄弟。那以后，我父亲有一次很郑重地对我说：‘德龙啊，我和你老师都属牛，他还大我一轮，那么大的教授，一点儿架子都没有，那么远来咱家看我，还把我当做兄弟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像孝敬我一样孝敬你老师，不然我不高兴。’有一天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会理发，而先生那么大岁数，理发还要去理发店排队，不方便也不安全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一个月给先生推一次头，然后帮着他洗干净。先生也就不再去理发店，叫我理发已是习以为常。可先生最后住院那大半年，我杂事太多，加上出国，就没顾上。先生追悼会那天早晨，我带着几个研究生去接灵，见到了没整容之前先生的遗容。脸上还贴着固定输氧管的胶布，白发有半尺多长，稀疏凌乱。我当时便痛哭失声。到八宝山后，我看着整容师把先生的长发修短，歉疚之情一直在心里翻腾。就能为先生干这一件事，最后还没干好，我对不起先生啊。”几次竟致哽咽，泣不成声。我们听着他的诉说，也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流泪。后来听德龙说，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，当时他老父就大发雷霆，连声训斥：“不像话，你太不像话！”

　　先生和师母于2008年8月合葬于万安公墓。选好墓址后，经协商，墓碑基座上镌刻先生手书一帧，由我建议并经先生家属首肯，选取先生题词“行己有耻，博学于文”，出自《论语》，又被明清之交著名学术大师顾炎武所强力提倡，先生生前一直以此为座右铭。碑阳之文由先生家属提供，碑阴之文由众弟子起草。德龙师弟因隶书上乘，应邀为碑阳之文书丹。他凝神静气，力运毫端，将真挚情感融入笔墨，出色完成了这一使命。众弟子将撰写碑阴之文之重任委之于我。我诚惶诚恐，冥思苦想，以207字，将先生一生辉煌浓缩升华，以垂永久。文曰：

　　师姓王氏，讳钟翰，祖籍湖南东安。十龄就傅，后赴雅礼，嗣入燕大，从邓文如、洪煨莲诸师游。敏而好学，博闻强记。传邓师学，字斟句酌，行云流水；遵洪师命，专攻清史，毕生不渝。而立年撰《清世宗夺嫡考实》，崭露头角；不惑岁掌中央民院教席，授业终身。其间校勘史籍，枣梨《列传》；发微辩难，裘集五《考》；体大思精，誉满士林；海内同侪，尊为山斗。循循善诱，成就者多；门人廿余，情若父子。性喜豪饮，弗逊太白；兰馨鹤寿，远胜湘绮。

　　师母讳荫松，姓涂氏。贤淑敦厚，相执偕老；大爱无垠，子弟怀之。有子楚云，女湘云、应云，孙禾。皆自强自立，湘云守其学。

　　戊子春日众弟子叩述

　　日月如梭，转眼先生周年忌辰已到，门内弟子前往灵前祭扫。北京的冬天，虽已不似几十年前那样寒冷，但毕竟是阳气沉潜、万物归藏之季节。迎面的寒风仍然强劲，秃树枯枝之上，映衬低云朵朵；残阳昏然无力，听任万物凋零。平心而论，我们这一代学人，缺少的不是展示才华的机遇，而是才华本身，而最缺乏的不仅是学识，更是教养。先生手书座右铭“行己有耻，博学于文”乃是治疗我们这一代学识缺乏症和道德矮化症的一剂良方。但痼疾绝非常药所能根除也。记得先生与我谈得最多的，是如何看待名利。他经常讲，不计小利，才能得大利；不务虚名，才能得实名。由此看来，先生也是儒家信徒，并不轻看名利。因为名利一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奋斗的直接动力，而先生与凡人的不同之处是境界高远，不为小利虚名而折腰。而我却难改志大才疏的个性特征，浮躁起伏的精神状态，不要说达到“计天下利”、“求万世名”的高远境界，即使是先生所讲“大利”与“实名”，也是可望而不可及，尽管有所克制，但仍未能尽弃小利与虚名。每思及此，愧疚之情便难以名状。

　　碑前幽径徘徊久

　　古往今来，无数学子尤其是细族寒士，多仰仗恩师提携而脱颖而出，又将所学授予弟子，使学术薪火相传，绵延不绝，脉络清晰，斑斑可考。

　　转眼又是一年，先生忌辰已至，心中思绪难平。来到钟翰先生墓前，拂去碑上尘埃，徘徊良久，浮想联翩。传统时代，素以天地君亲师为五尊。天地乃冥冥造化，大象无形，无所不在却又无从把握；而君乃最高统治者，对常人而言，遥不可及，敬而远之即可；得为依凭者，亲、师二尊而已。而亲人乃前生修来，不可选择与更换。家学渊源虽不失为中国传统学术传承之重要一途，然可遇不可求，远不如师徒授受选择空间为大。业师常为欣赏后学资质而收为弟子；弟子亦多因倾慕前辈德才而投拜业师，双向互动，故而最具主观能动性。古往今来，无数学子尤其是细族寒士，多仰仗恩师提携而脱颖而出，又将所学授予弟子，使学术薪火相传，绵延不绝，脉络清晰，斑斑可考。其与当今学界所云之学术谱系异曲同工，大体近之。的确，学术的发展，离不开学术谱系的建构，学术大师的出现，必以学术谱系为依托，其与学术之传承、积累、发展息息相关，而积累、传承是发展不可或缺之前提甚至关键。其实，中国学术历来重传承、尊师道，久之便形成了道统、文统与学统。至清代，对传统学术影响最大的桐城古文派横空出世，影响深远，其以董仲舒、程颐、程颢、朱熹等一系为道统；以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唐宋八大家、直至明代归有光一系为文统；不难体味出遥尊心仪之特质，而学统则更加清晰醇正，秩序井然。如孔子与曾子、周子与二程等便是。桐城三祖之方苞、刘大櫆与姚鼐；形成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之成法。姚门四弟子方东树、管同、姚莹与梅曾亮承之，至曾国藩继姚莹“经济”之学，致力于“桐城中兴”，与“孔门四科”之“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”古今辉映，相得益彰。后有曾门四弟子黎庶昌、张裕钊、吴汝纶与薛福成继续弘道，直至马其昶，影响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。

　　广义而言，师承应包括两个方面。就当今而论，一是读研读博选择导师，但另一方面，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师承，所谓私淑弟子，就是指心目中的师承。这种私淑关系，使学者择师于空间上扩大，于时间上拉长，对学者日后成长影响甚大。因从偶像崇拜角度而言，早年崇拜谁，认同谁，将来就最有可能成为谁。志向高远，不一定皆得高远，但志向不高远，则必定不能高远，这是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人生定律。所以，学术谱系对学者一生影响力绝不可低估，包括导师、导师之导师和对他产生过学术影响的学者。这种关系既有个体的学术传授，也有整体的学术训练也就是学者当时所处的学术生态环境与规范。理出上述学术关系的链条，便是个人学术谱系。一般而言，学术谱系有两个基本条件，一是学者自我认定之学术脉络与思想来源；二是他人以某学者之学术履历为依据，客观确定其学术渊源与群体归属，包括学者在学校里接受的基本教育，受到的各种学术影响，尤重视学术传统熏陶等因素。

　　进入近现代以来，我国学界于学术谱系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，亟须补充完善。而反观西方学界，学术谱系一直相对清晰而完整。比如美国，我们或许会认为其不过二百余年历史，但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牛津剑桥，甚至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。而精神源头，则是古希腊诸位先贤往圣。譬如，钟翰先生曾经就读之哈佛大学，其拉丁文校训为“与柏拉图为友，与亚里士多德为友，更要与真理为友”，无疑可体现其学术脉络之久远。时至近现代，欧美、日本，人文学科发展甚快，学术谱系相当发达，学派众多，不少学派已绵延几个世纪，经久不衰。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特点与共性，有影响的学者不仅重视学术传统的承继，同时也重视对学术谱系的认同。通过学术谱系，了解本学科、学派之构成要素与发展历程，包括经典著述和代表人物，从而融入学术群体。再靠群体的凝聚力和相互切磋、相互协作，逐步形成气候，对社会产生影响。西方学者，肯定要精读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之著述，奥古斯丁之著述，中世纪托马斯·阿奎那之著述，近代笛卡儿、康德、黑格尔之著述，亦包括马克思、恩格斯之著述。这是学校必然要提供的基本教育过程，是学者学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由此，作为学术谱系中人，通过基本的知识关联与学术训练、将学术传统承继并下传。即使一些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学派，如解构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等，亦概莫能外。由此立论，学术谱系其实与中国历史上的道统、学统与文统颇有几分相似。然而中国传统学术尽管遗产丰厚，谱系清晰，但由于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入，改变了中国学术之原有轨道，其后社会发展提速，震荡不已，使置身于历史传统与严酷现实之间的学者们无所适从，茫然无路。社会大动荡和诸多不可抗因素，使我们的旧谱系被击破，新谱系却未遑建立，导致左摇右摆，进退两难。究其深层次原因，实难一言蔽之。而我们这一代学人，面对如此境遇，无疑肩负着重构学术谱系、修复文脉、再建学统的历史使命，故任重而道远，不可不弘毅也。

　　见贤思齐应未迟

　　吾师高品，日月同襄；卓尔不群，弘毅无双。髫年勤勉，享誉于乡；负笈燕市，才不可当。

　　《中庸》有云：致广大而尽精微。先生终其一生，以才学立身，学术报国，主编皇皇巨著《中国民族史》，确立基调、设计章节、制定体例、规范行文、字字把关，标点符号亦不放过，精益求精，足以体现先生胸怀天下之广大。而于清史满族史辛勤耕耘，硕果累累，先后出版《清史杂考》、《清史新考》、《清史续考》、《清史余考》、《清史补考》等5部论文结集，运用一手资料，对100多个相关问题进行了精详考证，体现先生目光如炬之精微。不仅是继孟森之后又一位不存争议的清史巨擘，也无愧于当代史学大师之赞誉，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尊敬。先生对祖国的忠诚热爱、对学术的倾心投入和对兄弟民族特有的温情与敬意，是其取得成功的永恒动力与精神源泉，永远值得后昆学子仿效与怀念。

　　蓦然回首，感慨良多。作为民族院校的学生，我们的优势有二：一是懂得以民族史角度观察与切入，容易更加全面贴切地感知与把握历史进程之全貌；二是善于对少数民族文献之解读与运用，有助于对历史细节与真相之还原。先生是最早以民族史角度切入研究清史、注重发掘满文档案并予以充分运用的学者之一，具有开其先河的引领之功，我们只要继续深入，勤而力行，将上述优势发挥有致，就会有所收获，有所作为。当今学术风气浮躁，诱惑与干扰不断，但我们不应进退失据，而是要尽量保持冷静清醒。在此，让我们以钟翰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以共勉：“我管不住别人，但管得住我自己！”的确，洁身自好，廓清谱系；打好基础，步步为营；力戒焦躁，从我做起；见贤思齐，应未迟也。

　　先生对我等的再造之恩，重塑之德，即使枯肠索尽，亦难表万一。我们在此缅怀先生，绝无拥师自重之意。因为我们懂得，享受着先生带来的荣耀，同时也应承担光大师门之义务。我们定当尽力不辱使命，将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，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。最后，我想以先生二周年忌辰之际本人所撰祭辞，作为结语：

　　维己丑年十月二十六日，西历2009年12月12日谷旦，弟子十三人，谨具鲜花清酌，献于恩师钟翰先生之灵曰：

　　吾师高品，日月同襄；卓尔不群，弘毅无双。髫年勤勉，享誉于乡；负笈燕市，才不可当。专攻清史，十载寒窗；崭露头角，名扬家邦。陷于文狱，廿载神伤；困而修德，松柏凌霜。校勘史籍，惠及四方；裘集五考，士林仰光。循循善诱；宽严有章；桃李满园，兰蕙飘香。

　　高年染疴，药石难搪；群医束手，弟子断肠。昊天不吊，摧我门墙；悠悠二稔，绝隔阴阳。漫漫泉路，萧萧白杨；孤坟寂静，风凄月凉。金山苍苍，玉水泱泱；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美酒以奠，伏惟尚飨！ 

